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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首批五种出版以后，备受读者欢迎。按
照预定计划，编委会继又编选成五种，即《名家解读唐诗》、《名家解读宋
词》、《名家解读元曲》、《名家解读聊斋志异》和《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交稿之际，主编张宝坤同志问序于我，我自忖才疏学浅，不是作序的合适人
选，但盛情难却，因略抒感想，权置书前。
唐诗、宋词、元曲并称，始自元人，罗宗信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作
序文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这里所说“大元乐
府”即指元曲。《中原音韵》写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从罗宗信序文看，
他所说“乐府”主要指散曲，但也包括剧曲。后人使用“元曲”一语时，实
际上又是散曲和杂剧的合称。
明清以来，把唐诗、宋词、元曲并称的说法已被普遍接受，清人焦循在
《易余龠录》中还把这种并称与“代有所胜”见解联系起来立论，也就是说，
他认为唐诗、宋词和元曲分别是唐、宋、元三个朝代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业
绩。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源远流长，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一
个极其辉煌灿烂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唐诗近五万首，诗人有两千多家，其中
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就是被郭沫若誉为“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
我曾在修改《唐诗选注》序文时说过：谈论唐诗，过去人们常常习惯地
推崇“盛唐正声”，这又同史学家所说的“盛唐气象”互为联系，尽管这个
命题比较复杂，但有一种现象是相当明显的，在安史之乱前，伴随着经济繁
荣、政治统一和国力强盛的局面，在唐诗中表现出一种“匡社稷”“济苍生”
的英雄抱负，表现出一种奋其智能，建功立业，许身报国的豪迈气概。这实
际上又是华夏民族的创业维艰、奋发有为的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安史之
乱后，这样一种英雄抱负又主要表现为要求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爱国思想。
如果说，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诗句是建功立业思想
的象征，杜甫的“国破山河在”、“济时敢爱死”等诗句就是代表着一种执
着的爱国精神。这类唐诗，曾经打动并激励过后世无数爱国者的心。
唐诗的内容又是千汇万状，无比地丰富，被后人称作边塞诗和田园山水
诗的作品固然有许多名作，此外如送别、闺情以及宫词等题材方面也多有佳
作。这就使得整个唐诗显得那样丰盛富赡，那样色彩缤纷。
唐代诗坛又是流派众多，名家辈出。“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王（维）、孟（浩然）”，
“韦（应物）、柳（宗元）”，“高（适）、岑（参）”，“韩（愈）、孟
（郊）”，“元（稹）、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皮
（日休）、陆（龟蒙）”诸多并称，正是后人对唐诗流派纷呈的描绘和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许多诗人都还有显著的独特艺术风格，李白和杜甫固然
是这样，其他一些重要诗人在艺术风格上也往往各有特色。譬如，后人所说
“王孟诗派”，主要着眼于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而言，但这两位诗人
的相同题材的作品又各有不同的造诣。后人所说“高岑诗派”，主要着眼于
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但尽管高、岑都写边塞，却又风格各异。所以不妨说，
唐人写诗，竞相创新，一空依傍，这种写作实践又表现出唐代诗人有着一种



十分可贵的创造信心和魄力。
鲁迅有一句名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书信
集·致杨霁云》）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唐诗作为“一代之胜”的伟大成就，
确实是难以超越的，甚至是难以企及的。还不妨这么说，在很大的程度上，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伟大成就的主要标志。
宋词的繁荣是我国古典诗歌史上出现的又一个高峰。如果说，唐代完成
和创造了七言古诗、五七言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这样一些诗歌形式，前人
把这些形式叫做“齐言”诗，宋人则在作为“杂言”形式的词（长短句）的
完成和创造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前言》中曾说：从诗的体裁看，文学史上原有
齐言和杂言的区别，但在中唐以前，无论诗与乐府，齐言一直占着优势。一
言以蔽之，由四言到五言到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国诗型变化的主要方向，杂
言也有发展，却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俞先生又说：“词的勃兴，即从最表
面的形式来看，也是一桩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形式和内容是互相影响着的。
词亦有齐言，却以杂言为主，故一名‘长短句’。它打破了历代诗与乐的传
统形式，从整齐的句法中解放出来，从此五、七言不能‘独霸了’。”
作为长短句形式的词体并非始于宋代，中唐以后已见流行，但它的繁荣
兴盛，汇成大泽却是在宋代。至今留存的宋词（不包括残篇）有 20000 余首，
有名姓可考的作者 1400 多人，可见宋代词业的大盛。
宋代词人也是名家辈出。北宋的著名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
道、柳永、苏轼、贺铸、秦观和周邦彦等。论者尝认为晏殊和欧阳修的词作
基本上还是承建南唐词风，所谓南唐词风主要指冯延巳、李璟和李煜的词。
但张先在艺术形式上创制了若干慢词，区别于在这以前普遍流行的小令。真
正开创两宋慢词局面的是柳永，他以新声慢曲取代了唐五代的原有小令，实
际上也就使词调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柳永的词作雅俗共赏，在当时影响
很大。
北宋词坛最大的革新者当数苏轼。他把诗家的“言志”和词人的“缘情”
结合起来，开辟了词的境界。如果说词到柳永，尚跳不出“艳科”范围，到
了苏轼，就打破了，也就使词的表现力有了很大开拓。可以说，从内容到风
格，苏词都有破旧拓新之功。
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词人是周邦彦和李清照。李清照历来被认为是上继南
唐李璟、李煜词风的女词人。周邦彦创调很多，讲究词法，对南宋一些诗人
影响极大。
南宋的著名词人有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姜夔和张炎等。
辛弃疾的词上承苏轼词风而又有开拓，他在词中抒写抗金的忠愤之情，把金
戈铁马引入词中。姜夔和张炎上继周邦彦，都擅长乐律，追求音节文采，他
们的词律、词法主张对清代词坛的流派发展起过很大作用。吴文英也是南宋
词坛的大家，他的词以追求内容上的雅深和表现上的细腻著称。
自明人张綖把宋词区分为“婉约”和“豪放”两“体”，清人王士祯把
张綖之说引申为“词派有二”后，从此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之说，盛行
开来，约定俗成，至今仍然是流行说法。其实宋代著名词家的艺术风格都可
称是各树一帜。以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而论，论者有“貌同心异”
之说，但实际上他们也不全是“貌”同，而是有同有异，同中有异。至于所
谓婉约派，更是万木千花。前人把“周（邦彦）秦（观）”并称，“贺（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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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并称，“姜（夔）张（炎）”并称，还把“秦（观）柳（永）”
并称，“周（邦彦）姜（夔）”并称，等等。但这些被并称的词人，实也是
同中有异，各极其妙。与唐诗一样，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在中国文学
史上有着独特的光辉业绩。
元代的散曲，实际上也是一种杂言诗体，其间又有套曲和小令之别。它
的形式同词一样都以长短句组合成体，但音乐曲调则不同。散曲中的有些曲
调虽同词调有继承关系，但也有不少曲调来自俗谣俚曲，即使是继承词调，
大抵又是“仍其调而易其声”，“止用其名而尽变其调”，也就是说，曲对
于词在音乐上又承继又变化，最终成为一种新声。这种新声在金代开始流行，
到了元代大盛。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元代散曲小令 3800 多首，套曲 470 余套。
元代散曲作品的风格和流派，按照研究家的看法，大致可分为豪放和清
丽两派，前者以马致远为首，包括张养浩、冯子振、贯云石和杨朝英等作家；
后者以张可久为首，包括白朴、卢挚、乔吉和徐再思等作家。豪放派超逸隽
爽，清丽派和婉雅丽。豪放派多用口语、本色语，少用典实；清丽派讲究蕴
藉，注重炼字炼句，并且喜用故实。二者的差异比较明显。但散曲的内容较
之宋词，更显狭窄，再加上其它一些弱点，它在文学史上的实际成就不如宋
词，与唐诗成就相比，更显得逊色。
元曲之所以能与唐诗、宋词相颉颃，这三者并称之所以长期被人认同，
其间主要因素是元曲中还包括有杂剧。杂剧是一种戏剧形式，但它的歌唱部
分也就是剧曲的格式、体制完全同于散曲，而杂剧作家中有很多人同时又是
散曲作家。
元杂剧虽然不是我国首先出现的戏剧，却是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并产
生了众多作家和大量剧本的戏剧样式。它的一些表演程式在很大程度上为我
国民族戏曲表演特点奠定了基础。
元代历时不长，不到百年。明人李开先曾说他藏有杂剧千余种，汤显祖
也说他收藏的元剧剧本上千种，可见元杂剧的创作盛况之一斑。自明代以来，
大量散佚，但今存作品约计也有 200 多种。由于鉴别元人和明人作品的不易，
现在对元杂剧作家、作品作统计，各家说法不同。大致为：今存姓名可考的
元代作家的作品 109 种，无名作品 31 种，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 78 种。
元杂剧作家众多，异彩纷呈。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关汉卿，人称“杂剧班
头”。元末明初人贾仲明曾把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庾吉甫并列，说他们
“齐肩”，杨维桢则把“关、庾”并称。庾吉甫的作品今已无传。元人周德
清则以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并列同称，开创了“元曲四大家”之
说，一直流行，只是后人对这四大家的排列次序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王
实甫、纪君祥、高文秀和杨显之等也都名闻一时，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形
成了繁荣的局面。王实甫编写的《西厢记》是一代名作，它使后世的不少戏
剧家为之倾倒。关汉卿的《窦娥冤》也是一代名作，近代学人王国维认为它
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赵
氏孤儿》是一本历史剧，当代学人研究元剧有“五大历史剧”之说，除了《赵
氏孤儿》外，还有关汉卿的《单刀会》、高文秀的《渑池会》、白朴的《梧
桐雨》和马致远的《汉宫秋》。其中《汉宫秋》和《梧桐雨》又常被人并称，
视为双葩竞艳。当代元剧研究者还有“四大爱情剧”之说，那是指《西厢记》、
《拜月亭》（关汉卿作）、《墙头马上》（白朴作）和《倩女离魂》（郑光
祖作）。



几乎为研究者一致公认，元杂剧的内容非常广阔，它真实地反映了五光
十色的社会生活，鲜明地展示出多种多样的作家的个性和精神世界，丰富地
提供了可贵的戏剧艺术经验，成为一代文学的骄傲。
上文说到清人焦循把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这一现象，与“一代还其一
代之所胜”联系起来立论。当他说到可继这三者“以立一门户”的明人写作
业绩时，却说只有八股文才能充当其任。而在焦循以前，明末人卓人月在《古
今词统序》中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
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他们似乎都不把明代小说放
在眼里。事实上，我国的白话小说创作的大繁荣时期正是有明一代。就实际
的业绩和成就而言，明代的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比同时期的
诗文显得重要，也足以把它同“唐诗”、“宋词”和“元曲”并称。“五四”
以来，文学史家大抵认为明代是小说和戏曲的时代。这也是对明代文学成就
的一种基本估计。清代的白话小说继续繁荣，文言小说也兴旺发达，并都有
卓越成就，还出现了煌煌巨著《红楼梦》，这也是文学史所昭示的事实。在
明清小说中，《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被近
人尊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还有被称为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在很大程度
上，这几部长篇确也代表着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首批名著解读丛书就是围
绕着这五部小说编选的。但明清时代还有卓越的著名小说，蒲松龄的《聊斋
志异》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这样的作品，所以这一批丛书中又补充
选录了这两部小说的解读著述。
《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惊人的是作者蒲松龄一个人写了五百
篇左右的作品，其中有不少都是在思想上、艺术上成熟的优秀之作，表明他
对小说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
奇小说的优良传统，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聊斋志异》的内容是丰富而深湛的，譬如对社会黑暗和腐败政治的刻
画和揭露，对科举制度的描写和批判，对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追
求和反抗，构成了这部小说集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又大
都是借助于狐鬼或其他异类造成的“亦真亦幻”的艺术境界来完成的。
鬼的形象本属幻，狐作为一种动物本是真，但狐变成人却又属幻，就是
说，狐鬼的人格化世俗化都是幻。在《聊斋志异》以前的文言小说中，人格
化了的鬼狐和其他异类形象早有出现，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小说的演变，
这类形象在真与幻有机结合上也不断进化，但在真幻相彰达到更高的水平，
真幻结合臻于水乳交融的境界，如同鲁迅所说，真到可以使读者“忘为异类”，
“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那就是《聊斋志异》的成功的艺术世界。
《儒林外史》是一部富有特点的长篇讽刺小说，它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
心，对形形色色“儒林”人物欺世盗名的丑恶灵魂，作了深刻的暴露和抨击。
它是连缀许多故事而成的长篇，并无一中心人物，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故
事，这种艺术结构自成一格。当然，《儒林外史》最突出的特色是讽刺。鲁
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
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就是说，作者的讽刺手法是超过了以前任何作品的。
确实，《儒林外史》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艺术的高峰。
无论是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明清以来的小说杰作，都是历史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已是历史陈迹，但它们又一直活在后世人们的心中，



它们还吸引着今天的人怀着无限的兴趣去研究，去评论。古人的各种文化创
造是文明的表现，今人对古文化的研究和评论也是文明的表现。古典文学名
著凝聚着古人的聪明智慧，今人的古典名著研究也昭示了今人的聪明智慧。
因此，我总认为，编选古典名著解读丛书的举动，看似向读者提供“工具”，
实是提供智慧，以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去理解古典名著的“心”。
当然，阅读古典名著，读者的主体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西方接受美学理
论是重视这种主体作用的。事实上，我国的老一辈学者也持有这种理论见解，
俞平伯先生就说过：“阅水成川，已非前水，读者此日之领会与作者当日之
兴会不必尽同，甚或差异”。又说：“读者宜先求本义而旁及其它。亦可自
己引申，即浮想联翩与作者的感想不同，固无碍其欣赏也”。俞先生还把读
者的联想，认定是作品之得以永远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史家的基本任
务是论定一个古代作品的历史价值，不免也就给人一种印象，某个作品或某
些作品之所以千古流传，纯是由它的历史价值（包括历史的美学价值）决定。
但按照俞先生的观点，作品之所以永久流传，这里面还有别种因素，他说：
“以彼此今昔联想不同，作品流传遂生生不已”。古人的作品已是历史陈迹，
它们“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并不仅仅仗着它们的历史成就，还有后世读者
欣赏主体这个因素。但读者的主体作用又要受到作品的制约，即对作品历史
具体性的凭借。俞先生说的“本义”即指作品内容的历史具体性。西方接受
美学理论是轻视乃至排斥作品的历史具体性的，所以这种理论是跛脚理论，
也就是说，它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至于由重视读者的主体作用而轻视借鉴
他人智慧，那也是片面的，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阅读古典名著时注意
借鉴他人的评论和解读文章，恰恰是有助于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也就有助
于读者主体意识的发扬。正是本着这种认识，尽管我自感汗颜，还是乐意撰
写这篇序文。不当之处，还望大家不吝指正。

1998 年 12 月 6 日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古典文学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一经问世，即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可谓家喻户晓。
据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同名、同版本的古典文学名著不下几十种。
有如此众多的同版本的名著同时流通，首先是由于名著本身的魅力，可谓“挡
不住的诱惑”；其次，也是由于广大读者阅读品位和审美层次的提高。在被
称为“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人们为了生存、竞争，每天必须面对各类
不同的出版物，影视媒体的加盟，更加分散了人们的读书时间和精力。人们
当然懂得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自已获取有用知识和信息的时间：一是加快生活
节奏；二是有所选择。就读者来讲，首先选择经由数百年历史沉淀而凸现出
来的名著——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文学名著的魅力，不仅吸引了一般普通读者，而且几乎吸引了所有的作
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其他什么家。与普通读者不同的是，名著除
满足了名家们的阅读愿望外，也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他们以其独特的思
想、阅历、兴致、造诣、视角，或考证，或论辨，或研读、揣摸，写出了与
名著一样不朽的著述。
数百年来，关于文学名著的著述何止万千，尤其是“小说界革命”以来，
由于鲁迅、胡适、郑振铎、吴晗、俞平伯等大家的介入和关注，古典文学名
著的研究、解读更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许多新史料的发现，新思想、新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人才的辈出，古典
文学名著的研究、解读更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蔚为大观。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拟出十种，首批五种：《名家解读〈三
国演义〉》、《名家解读〈水浒传〉》、《名家解读〈西游记〉》、《名家
解读〈金瓶梅〉》、《名家解读〈红楼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学
界的欢迎。在他们的热心支持下，第二批五种很快与读者见面。与首批五种
不同的是，第二批中除增加了堪与第一批名家解读相媲美的《名家解读〈聊
斋志异〉》、《名家解读〈儒林外史〉》两部小说类名著解读外，还增加了
《名家解读唐诗》、《名家解读宋词》、《名家解读元曲》。相对于古典小
说类著作，唐诗、宋词、元曲称之为“名作”似乎更为恰当。我们之所以把
它作为同一个系列出版，除认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文学史上有
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外，更重要的是这样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古典文学爱好者的
多样化需求。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宝坤等诸位选家，把名著、
名作研读从学术殿堂引向广大普通读者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那
些通过阅读名著、名作而有志于增加一些真正的学问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功
德无量的！我们也要感谢诸多名家，慨然允诺将他们的大作收入本书。必须
表示歉意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有部分入选作品的作者，我们还未能与他
们取得联系，祈请见谅。亦望作者本人能提供自己的地址，以便奉寄薄酬。
文学名著以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名家解读名著、名作的
著述也同样会因名著、名作的光辉和自身的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我们
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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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著者考索  版本勾勒

胡适——吴敬梓传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
椒县的吴敬梓。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他生于清康熙四十年，死于乾隆十九年（西
历 1701—1754）。他生在一个很阔的世家，家产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钱，
不久就成了一个贫士。后来他贫的不堪，甚至于几日不能得一饱。那时清廷
开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他应试，他不肯去。从此，“乡试也不应，
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后来死在扬州，年纪只有 54 岁。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据金和《儒林外史跋》）；
《诗说》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说一部（积晋芳《吴敬梓传》作五
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评本五十六卷，齐省堂本六十卷）。据金
和跋，他的诗文集和《诗说》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传世间，为
近世中国文学的一部杰作。
他的七卷诗，都失传了。王又曾（毂原）《丁辛老屋集》里曾引他两句
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这两句诗的口气，见解，都和他的《儒
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晋芳《拜书亭稿》也引他两句：“遥思二月秦淮柳，
蘸露拖烟委曲尘。”——可以想见他的诗文集里定有许多很好的文字。只可
惜那些著作都不传了，我们只能用《儒林外史》来作他的传的材料。
《儒林外史》这部书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书
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
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
书里的马二先生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

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

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

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

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一段话句句是恭维举业，其实句句是痛骂举业。末卷表文所说：“夫萃天
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这个道理。国家天
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
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
“那个给你官做”？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
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
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
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
“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
那样热中的可怜，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的可鄙，看他写马纯上那样
酸，匡超人那样辣。又看他反过来写一个做戏子的鲍文卿那样可敬，一个武



夫萧云仙那样可爱。再看他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诸人的学问人格那样
高出八股功名之外。——这种见识，在二百年前，真是可惊可敬的了！
程晋芳做的《吴敬梓传》里说他生平最恨做时文的人；时文做得越好的
人，他痛恨他们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骂八股文人，有几处是容易看得
出的，不用我来指出。我单举两处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写范进的文章，周学台看了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第四回写范进死了母亲，去寻汤知县打秋风，汤知县请他吃饭，用的是银镶杯箸，范举人

因为居丧不肯举杯箸；汤知县换了磁杯象牙箸来，他还不肯用。“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

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这种绝妙的文学技术，绝高的道德见解，岂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最妙的是写汤知县，范进，张静斋三人的谈话：

张静斋道：“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

汤知县道：“那个刘老先生？”

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张

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

又用毒药摆死了。”汤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的典故，不由得不信！

这一段话写两个举人和一个进士的“博雅”，写时文大家的学问，真可令人
绝倒。这又岂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这一篇短传里，我不能细评《儒林外史》全书了。这一部大书，用一个
做裁缝的荆元做结束。这个裁缝每日做工有余下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
欢喜做诗。朋友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
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
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
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相与？
我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
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是真自由，真平等，——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大文豪吴敬梓想要造成
的社会心理。
（选自《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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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吴敬梓之《儒林外史》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
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
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讥刺之切，或逾锋
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
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
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
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
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
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
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
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
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
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
纵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1701—1754）。所著有《诗说》七
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皆不甚传（详见新标点本《儒林外史》
卷首）。
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
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
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
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
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
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
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所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
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选家马二先生自述制艺之所以可贵云：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

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

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

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

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

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

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

十三回）

《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寓其
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详见本书上元金和跋）。此
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真率，又尚
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
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



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
在：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

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上了岸，散往各

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

店，⋯⋯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

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到觉有些滋味。吃完了出来，⋯⋯

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湾，便像些村庄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间，走也走不清，甚

是可厌。马二先生欲待回去，遇着一个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那人道，“转

过去便是净慈，雷峰。怎么不好顽？”马二先生于是又往前走。⋯⋯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

下下许多房子盖著琉璃瓦，⋯⋯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金字直匾，上

写“敕赐净慈禅寺”；山门旁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那些富贵人家女客，成群

结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

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

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

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

二先生觉得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多走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

第三日起来，要到城隍山走走⋯⋯（第十四回）

至叙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
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两人（张静斋及范进）进来，先是静斋谒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

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

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

“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

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

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

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第四回）

此外刻画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
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
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
突，殊极刻深（详见本书钱玄同序）；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
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殆亦深有会于此矣。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杜少
卿为作者自况，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
（程绵庄），皆贞士；其盛举则极于祭先贤。迨南京名士渐已销磨，先贤祠
亦荒废；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一为“会写字的”，一为“卖火纸筒子的”，
一为“开茶馆的”，一为“做裁缝的”。末一尤恬淡，居三山街，曰荆元，
能弹琴赋诗，缝纫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间亦访其同人。

一日，荆元吃过了饭，思量没事，一径踱到清凉山来。⋯⋯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



背后。这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这日，荆元步了进

来，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时不见老哥来，生意忙的紧？”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发清楚

些。特来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请用一杯。”斟了送过来。荆元接

了，坐着吃，道，“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于老者道，“我们

城西不比你们城南，到处井泉都是吃得的。”荆无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来，

那里要甚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

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也觉得消遣些。近

来想是一发弹的好了，可好几时请教一回？”荆元道，“这也容易，老爹不嫌污耳，明日携琴

来请教。”说了一会，辞别回来。次日，荆元自已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

在那里等候。⋯⋯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

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

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当下也就别过了。（第五十五回）

然独不乐与士人往还，且知士人亦不屑与友：固非“儒林”中人也。至于此
后有无贤人君子得入《儒林外史》，则作者但存疑问而已。
《儒林外史》初惟传钞，后刊木于扬州，已而刻本非一。尝有人排列全
书人物，作“幽榜”，谓神宗以水旱偏灾，流民载道，冀“旌沉抑之人才”
以祈福利，乃并踢进士及第，并遣礼官就国子监祭之；又割裂作者文集中骈
语，襞积之以造诏表（金和跋云），统为一回缀于末，故一本有五十六回。
又有人自作四回，事既不论，语复猥陋，而亦杂入五十六回本中，印行于世，
故一本又有六十回。
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选自《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题目为编者所加）



陈美林——吴敬梓身世三考

第一部《吴敬梓年谱》是胡适在 20 年代所作。在年谱中，胡适搜集了不
少资料，对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作了一些考索，有一定的贡献，对后来学者
也很有参考价值。但由于材料和治学方法的局限，关于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
也作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论断，例如对吴敬梓的父亲是谁、吴敬梓考取
秀才的年龄以及吴氏家族纠纷的性质等问题的论说，间有失实或不足之处，
并不完全可取。但这些论断至今仍被一些著作所袭用，因而对这几个问题作
进一步考索，很有必要。当然，有些问题的最后结论，仍有待于文献的不断
发掘才能做出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今天已经掌握的材料作一些必要的
考证，进行合理的推断。

关于吴敬梓的父亲问题

吴敬梓的父亲是谁，在吴敬梓自己的文集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在吴敬梓
朋友的文集中也鲜有提及。胡适从吴敬梓的《移家赋》中找到他父亲曾任“赣
榆教谕”的记叙，然后又在《全椒志》里“寻出”一个“做过江苏赣榆县的
教谕”吴霖起，从而错误地断定吴霖起就是他的生父。由于胡适弄错了他们
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影响到对他进学年龄的推定和对他家族纠纷性质的分
析，所以必须解决他生父是谁的问题。
根据对有关方志、墓志铭和文集的考辨，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雯延，吴霖
起不是他的生父，而只是他的嗣父。
朱绪曾在《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四中说：

敬梓，字敏轩，上元人。全椒廪生。有文林（木）山房集。始祖转，自六合迁全椒。曾祖

国对，顺治戊戌第三人及第，官侍读。祖旦，以文名。父雯延，诸生，始居金陵。乾隆初，诏

举博学鸿词，上江督学郑某以敏轩应，会病不克举。江宁黄河云：“吴聘君诗如出水芙蓉，娟

秀欲滴”，“词亦白石、玉田之流亚。”

这里明白无误地记载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雯延，而且全椒吴家是从雯延开始寓
居金陵的。朱绪曾是南京有名的藏书家“开有益斋主人”，交游也十分广阔。
陆心源说他“无书不览，藏书甲于江浙”，称赞他所作的《开有益斋读书志》
是“仿《郡斋读书志》之例，而精核过之”①。他是道光二年举人，其中举时
间距吴敬梓之死虽有 68 年，生年当更早，因而其说是有一定根据的。特别是
朱绪曾作小传时，已看到《文木山房集》，所引黄河的评论即出自黄河为《文
木山房集》所写的序言。小传除将“文木山房”误为“文林山房”、“转弟”
夺一“弟”字而外，其余所述是可信的。这还可从程廷祚的著作中找到证明。
程廷祚长于吴敬梓 10 岁，两人交谊甚深。他也是安徽籍而流寓南京的。
在南京，两人时相过从，他曾替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写过序，在自己的
《青溪文集》中还收有给吴敬梓的信，他对吴敬梓是十分了解的。吴敬梓的
姐姐去世，曾请他写过《金孺人墓志铭》，铭文中说：

                                                
① 《仪顾堂题跋》卷五《开有益斋读书志跋》。



节妇金孺人，姓吴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学雯延之女，子于从父赣榆县教谕霖起。曾祖

国对，官至翰林院侍读。祖旦，文学。其本生祖以上不具书。孺人在室，以孝谨称。年二十二，

适滁州文学金绍曾。⋯⋯生男二女一，后先俱殇。⋯⋯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四十七，后

绍曾十有九载。⋯⋯嗣子为鼎，以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某山。弟敬梓，持所为传诣余，泣而言曰：

“吾鲜兄弟，姊又无子，后虽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
①

从这里可以知道金孺人是吴敬梓的姐姐，死于乾隆五年，卒时 47 岁（是年敬
梓 40 岁，小于其姐 7岁），是秀才吴雯延的女儿而过继给吴霖起，曾祖吴国
对，祖吴旦，而本生祖却“不具书”。从这一段话里可以明白：吴旦只是金
孺人嗣父吴霖起之父，不是金孺人亲祖，金孺人既然已经过继给吴旦之子吴
霖起为女，当然“本生祖”不便“具书”；其亲祖为吴旦之亲弟吴勖（详下），
同为曾祖吴国对之子，所以“本生祖以上”因前文已提及，此处就不必再“具
书”。以程廷祚的铭文和朱绪曾的小传相比推求，可以知道吴敬梓和他姐姐
一样，原是吴雯延的子女而过继给吴霖起的。
吴雯延是谁，为什么要将他的子女过继给吴霖起？这可从陈廷敬写的《翰
林院侍读吴默岩（国对）墓志铭》中得到答案。陈廷敬与吴国对同是顺治十
五年孙承恩榜进士，吴国对是探花，陈廷敬后来入阁大拜。在康熙三十年会
试时，吴国对的侄子吴昺考取榜眼，而陈廷敬却以户部尚书身份担任这次会
试的总裁。他对全椒吴氏是十分了解的，他作的《吴国对墓志铭》当然确实
可信。铭文说：

⋯⋯（吴国对乃）孙承恩榜进士。⋯⋯君之子旦贤而有文亦死。余与君相见于京师，君鬓

发飒然皆白，其意气亦衰矣。谓余曰：旦之死命也夫。⋯⋯君初娶陈氏，赠安人；继娶汪氏，

封安人，先二年卒。男子三人：旦，考授州同知，先卒；次勖，国学生，俱陈安人出；次昇，

戊午举人，女子二人皆适世家子，俱汪安人出。孙男五人：长霖起，旦出；次霄瑞、次霜高、

次雱远，俱勖出；次露湛，昇出。孙女六人，君以庚申十一月一日卒于扬州寓舍，年六十有五。⋯⋯
①

从铭文中可知吴勖的第三个儿子叫吴雱远。据《广韵》：“延，远也。”《韵
会》亦同。雱远即雱延。此外，雱乃雯之误。吴敬梓的父辈，均以“雨”字
头命名，各不相重。吴国对一支，名字已见上引陈廷敬铭文。吴国龙一支，
亦以“雨”字头命名，储欣给吴国龙的儿子吴晟写的墓表有记载：

吴君名晟，字丽正，号梅原。⋯⋯嫡长子曰霞举，贡监生；次雷焕，邑廪生；次雱澍，庠

生，俱金孺人出。次霩清，次■济，庠生；⋯⋯②

可知吴国龙的孙子已有用“雱”字命名，所以吴国对这一支就不可能再有“雱”
字出现，因而应以程廷祚的铭文和朱绪曾的记载为是。民国九年张其浚修《全
椒志》选举表中虽有一个吴露湑，也是以“雨”字头命名。但问题在于全椒
姓吴的并非全为吴敬梓族人，即如吴凤，在蓝学鉴所修《全椒志》中有两个，

                                                
① 《青溪文集续编》卷八。
① 《午亭文编》卷四十五。
② 《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二十一。



一为吴敬梓祖辈，一却并非吴敬梓族人。吴国对是蓝志的主要修纂者，编辑
人员有吴晟，校阅人员有吴旦、吴勖、吴昇、吴昱、吴■、吴显，分辑人员
有吴暹吉，均为吴敬梓先人。他们参与修纂的《全椒志》，所载吴氏事迹甚
详，也最可信，但在志中却并未列入吴露湑，因而这个吴露湑，既不能证明
他是吴敬梓族人，便不能否定上述推断。同样，在蓝志中，详细记载了吴氏
家族中有各种功名的人员姓名，在增生栏中有吴霖起、吴雯延，而吴雱远却
不见记载。由此亦可反证吴雱远显系吴雯延之误。有吴氏多人参加修纂的《全
椒志》所记，当然要比陈廷敬门人林佶手写付雕的《午亭文编》更可信。因
而铭文中的“雱”应该是“雯”，因形近而误写，雱延应该是雯延。这样就
弄清楚吴雱远即吴雯延，是吴勖的最小儿子。
这一问题既已清楚，那么，吴雯延的儿子为什么要过继给吴霖起？第一
是吴旦早死，其时吴国对还健在。第二是因为吴旦只留下独子吴霖起。这两
点在陈廷敬铭文中已说得很清楚。第三是吴霖起没有子女，吴敬梓对程廷祚
就曾说“吾鲜兄弟”。这样，长房吴旦这一支就面临着绝嗣的局面，因而就
必须在同是嫡出的二房吴勖的三个儿子的子女中择人过继给吴霖起。吴雯延
排行第三，且子女众多，吴敬梓所说的“吾鲜兄弟”是对嗣父吴霖起这房而
言，而在生父吴雯延这房至少有两个哥哥，在《文木山房集》中记有住在“与
乌江项王庙相近”的大哥，写有“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
省兄未及十日而别，诗以志感，得二十韵”，既有伯兄，就有仲兄，兄弟至
少三人。雯延可能有两个女儿，否则一般是不会将独生女过继出去的。这样，
吴雯延的儿子之一吴敬梓和一个女儿（金绍曾妻）幼时就过继给吴霖起为子
女了。程廷祚铭文中说“金孺人”自幼即过继出去；而吴敬梓 14 岁时就随嗣
父吴霖起赴赣榆教谕任，可见均在幼时过继给霖起为子女。
现根据有关方志、墓表、文集等材料，将吴氏家族关系列一简表，上限
以始迁全椒的吴聪起，下限断于吴敬梓的下一辈。曾祖五支中以亲祖国对为
主，其余四支除与本文叙述有关者稍加排示外，一概从略。（表附后）
吴雯延是吴敬梓之生父，的无疑义。除上文所征引的材料之外，道光十
七年生的陈可园在《金陵通传》卷三十三为吴烺所作传中也有明确记载：

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上元人。始祖转自六合迁全椒。祖雯延，始居金陵。父敬梓，字敏

轩，以诸生举博学鸿词，病不克赴。烺应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

但自胡适在《吴敬梓年谱》中作了错误论断以后，后之学者又沿袭其误，造
成研究吴敬梓生平的一些疑问，下述两个问题即由此而产生。

关于吴敬梓进学年龄问题

吴敬梓进学（考取秀才）是 18 岁，不是 20 岁，也不是 23 岁。
胡适根据“庚戌除夕词”说吴敬梓“20 岁中秀才”是错误的。所谓“庚
戌除夕词”是指雍正八年（1730）除夕，吴敬梓所写的八首《减字木兰花》，
胡适引的是第四首，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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